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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

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 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
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由行政级别、规模范围两个维度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

(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

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规划。 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
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

在的扩张需求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

展的规划设计、政策引导。 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分别由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提出行政

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假设。 研究再利用 2003—2017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

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
研究发现: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

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两个维度得以实现;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出正 N 型关系,当市辖

区人口规模处于 47 万~105 万人时由于政府治理与城市规模扩大之间的不协调,显现出城市规模对城

市经济密度的抑制作用;幅员面积对城市经济密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并不能够

有效推动城市集聚发展。 最后,研究提出以下通过行政区划设置工作提升城市经济密度的政策建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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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行政级别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关系,协调二者关系以促进区域及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完

善城市规模控制的体制机制,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合理化优化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规模不经济问

题;从国家战略层面和顶层设计角度进行城市幅员范围的规划设计,充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高效

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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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行政区划管理条例》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行政

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

行政管理[1] 。 改革开放后,为激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活力,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置经济特

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行政区划制度的调整,有效推动了城市、区域、国家整体的开放水平

与经济发展。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到 21 世纪初期,市县层面大量的撤县改市、县区合并的行政区

划调整也反映出我国全面扩大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发展的时代大背景。 由此,可以看

到行政区划的设置既是政府推动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适应于客观经

济发展变化的国家区域治理调控手段。
行政区划设置对区域的影响主要产生于其层级设计、范围划分两个方面[2] 。 其中,行政级别设

定是政府通过划分层级结构的方式实现对地理空间的行政管理,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的

方式建立形成区域间城市的梯度划分。 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由于政府在财权、事权方面的优势地

位,进而形成城市投资建设、资源集聚能力、人力资本吸引等方面的优越区位条件,城市可以凭借行

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 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

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
行政区划设置不仅是从上至下的层级式体系建立,还包含对区域块块之间的范围分化。 规模

范围的划分界定不仅圈定了城市的扩张边界,形成了对全国整体、各地区城市发展尺度的全局把

控,同时也确定了各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约束条件。 由于地理空间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数量及

面积受到固定限制。 就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一方面,城市发展所形成的规模效应使其人口不断增

多、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城市的客观发展规律呈现出向外部扩张的需求,进而形成城市之间的土地

资源争夺、城市建设用地挤占农业用地的现象。 另一方面,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土地

财政”,致使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存在非理性需求,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大量的新城建设

导致空间布局混乱。 而以发达国家及地区城市发展经验作为参考,集聚是城市发展最为重要的原

因,通过大规模、高水平的集聚效应可以有效发挥城市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3] 。 提升城市

经济密度、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利用效率成为优化地理空间资源配置、协调区域间城市发展的关键

实现路径[4] 。
在 2019 年 10 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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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①。 新时代下我国行政区划设置不断完善调整,以莱芜撤市改区为代表的行政区划调整推动强省

会、强化中心城市的区域发展政策,说明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②,要建立区

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需要行政区划设置发挥更大的

作用,通过城市行政级别调整、规模范围控制,充分利用空间资源,提升经济密度,推动城市高效

集聚。
行政区划的学术研究起始于政府都市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于政府在都市治理的过程中

对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行为会影响企业、居民的行为选择,进而对宏观

经济形成影响[5] ,使得学术界开始关注行政区划与国家资源整合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6] 。 国

外学者对行政区划与地区发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各国及地区行政区划的构成及影响维度、行政

区划对地区空间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等方面。 学者对各个国家一级行政区单位进行的研究

发现国家一级行政区单位的设立与国家的大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地理区位因素、城市规模都有

着显著的关系[7] 。 学者进一步将行政区划、政府治理效率与生产力集聚之间进行了联系,认为国家

及地区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保持一定的宽松环境有利于生产力集聚以及城市规模扩大[8] 。
国内学者针对我国的行政区划制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较为丰富和深入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关注行政区划与我国行政区经济之间的作用关系[9] 。 部分学者从行政分割的角度

分析行政区经济对区域经济的抑制作用[10-11] 。 也有学者关注到行政区划的设置调整对区域经济产

生的显著内在联系,城市的数量、面积、规模对城市的演化起到重要作用[12-13] 。
在行政区划设置的实证研究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地区行政级别的讨论。 城市行政级别的

形成源于政府干预,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呈现出越好的发展水平,行政区划调整所形成的经济效应

呈现出区域的异质性[14-15] 。 在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方面,学者主要就撤县改市、撤县设区等具体行

政区划调整措施对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的案例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会显著

影响地区内的经济发展,政府需要更为重视行政区划在区域治理过程中的作用[16-18] 。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行政区划设置与经济发展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维度进行了较为充分

的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设置对国家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市行政级别设定与规模

范围控制应当围绕促进国家及地区的稳定、健康发展进行。 国外对行政区划设置的研究历史较久,
视角广阔且成果颇丰。 然而,不同的政治结构测度方法与行政区发展存在差异,传统的政治结构测

度方法使相关研究更加模糊化[19] 。 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

课题。 就国内而言,学者对于行政区划设置的研究主要还是以理论与案例的阐述为主,如多中心治

理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等,针对行政区划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由行政级别的维度分析城市

级别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目前结合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城市经济密度的研究较为缺失。 未能通过理论与实证结合对我

国特色行政区划制度展开研究分析,关于我国特色政府区域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研究极为罕见。 因

此,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就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方面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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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9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2019 年 8 月 26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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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划设置当中的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对城市经济密度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建立相应

的理论分析框架。 另一方面以中国 2003—2017 年期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作为研究对象,运
用面板数据模型、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展开中国城市行政级别、城市

规模、幅员范围与经济密度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尝试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回答如下问题:(1)我国的城市行政级别设定对城市经济密

度的提升是否起到正向作用? (2)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何种变化趋势,是否存在适用

于中国经济密度集聚的最优城市规模? (3)城市的幅员范围扩大究竟是促进了城市的集聚经济发

展还是削弱了其规模效应? (4)如何通过针对性的行政区划制度的设置与调整推动我国城市经济

密度的提升?

一、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本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

论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之间的关系展开

机制分析。
行政区划设置作为政府区域治理的重要政策手段,通过对行政区划设置作用机制分析可以丰

富和完善对城市经济发展规划的理解。 我国的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

规划[2] 。 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

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在的扩张需求与

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设

计、政策引导。
由于国土是不可再生资源,各类土地的用途在国家宏观层面受到严格限制,这就决定了提升城

市经济密度对城市、区域、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增长要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城市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率来衡量城市的发展状况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城市在集聚效应的推动下呈现出人口、产业、资本等各类要素资源

不断集中的趋势,客观上使其出现规模范围扩张的需要,以单位面积产出效率提升为目标有助于优

化国土资源管理、城市空间布局[20] 。 最后,由于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城市投资建设过程中普遍出

现的“土地财政”,政府对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追求使城市存在盲目扩张的现象[21] ,导致其经济增

长呈现出短期效应,而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强调有助于使城市经济发展回归到健康可持续的总体要

求上来。
研究进一步对行政区划设置过程中层级设计、范围划分的治理方式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关

系展开分析。 从城市层级式规划方式的角度分析,由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的

城市行政级别的制度设计,形成了中央—地方、区域核心—边缘的国家整体性的行政网络以及地理

空间结构关系,使不同级别城市形成了较大差异,最终表现为政治权力对城市地理空间的影响。 从

城市分块式规划方式的角度分析,政府对城市的规模、范围的约束限制,直接影响着城市的资源配

置效率、经济集聚能力,进而使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密度形成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由行政区划

设置中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展开深入分析,并建立行政

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作用机理,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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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作用机理

(一)行政级别维度的分析

行政级别划分通过对不同层级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进行限制,建立形成了行政区体系下的

区域梯度化结构。 在政府事权、财权推动下的各类政策规划、投资建设会对城市的集聚效应产生正

向的影响作用,政府是推动地区经济集聚化的重要作用因素。 一方面,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在地区

内的政府权力职能结构中具备优势[22] ,行政级别更具备优势的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相较于一般

地级市而言,一是其各级部门的级别与权力覆盖范围更大,人员的晋升空间更为广阔,使得城市在

治理能力、治理效率、政策实施等方面都更具优势,从而对城市土地资源的科学配置与管理也更为

优化[23] ;二是其自主审批权限更大,在招商引资方面更具备优势,有助于拉动城市的投资建设以及

项目落地实施;三是其内部官员与国企相对应部门单位的合作空间更大,有助于城市与大型国企的

合作,从而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密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在地区内的财

政分权中更有优势,行政级别更具优势的副省级城市相较于其他城市,其财政预算与支出直接与中

央挂钩,受到省一级行政单位的影响更小,总体而言无论是在财政的支出还是自由度上都更具优

势,从而促使副省级城市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更具优势,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

率也更高。 行政级别更具优势的省会城市相较于一般地级市,虽然在财政分权的体系中属于同一

级别,但由于省会城市与省一级政府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在省一级行政单位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

位,使得省会城市在财政分权的过程中处于优势,从而使政府的城市建设投入规模更大,对城市土

地资源的利用与改造也更为科学合理。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会产生正向作用,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推动作用主要

通过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两个维度得以实现。
(二)城市规模维度的分析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出分阶段动态变化的发展规律。 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在规

模经济和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城市的经济密度不断提升,城市呈现出高速发展的特征。 城市规模的

扩大对规模经济效应起到推动作用,促使城市的人力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从而促使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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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提升。 生产效率、经济密度的上升促使城市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率得以增加,进而在城市快速发

展阶段,其经济密度呈现出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升的趋势。 由于城市规模在超过城市客观承载

范围后其边际效益递减,城市内部的矛盾与承载压力激增,导致城市经济增长不再与城市规模扩大

呈现线性关系。 当城市规模超过其承载范围时,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城市承载力失衡、社会矛盾

激增、生产生活成本增加。 城市规模的扩大所来的经济增量的降低,进而在客观上稀释了单位面积

产出效率,从而使城市规模在达到一定范围后对经济密度提升呈现负向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大量

学者提出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24] ,即存在着最优的城市规模。
但以陆铭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学者也发现城市规模的增长始终与经济增长之间具备显著的相关

性[25] 。 城市规模扩大导致的承载压力、环境问题、社会矛盾实际上是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区域治

理等方面政府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26] 。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社会制度及配套措施

的建立健全,城市最终将在集聚—扩散效应下趋于平衡,由城市向城市群进行变迁,形成更大规模

上的集聚效应,城市整体的经济密度稳定提升。
结合两个维度的分析成果,城市集聚、扩散、平衡三个阶段的动态演化,研究将城市规模效应的

动态变化与生态环境学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相结合,提出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存在着先提升、后
抑制、再改善的分阶段动态变化[27-28] 。 固然城市规模扩大会持续性地对城市经济密度形成正向作

用,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扩大速度超过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供给,则会导致“大城市病”。 实际上,“大城市病”现象背后所反映的并非是目前中国城市发展已经

超过“最优规模”,而是城市规模扩大受到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发展的约

束限制。 客观考察“北上广深”等国家中心城市,由于这些超大城市内部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提

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城市规模与经济密度之间依旧会保持正向关系。 潘士远等对城

市规模的分析也发现中国存在着超大城市规模过小,一般城市规模偏大的现象[29] 。 随着科技水平、
政府治理的发展,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也发生动态变化[30] ,当大规模城市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

不断升级完善后,一方面城市的规模经济突破边际效应的边界,城市的承载压力、成本问题、社会矛

盾得以释放,内部的经济发展效率得以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会呈

现出显著作用,城市的演化规律由独立城市发展转变为区域性整体提升,进而使规模大小具备明显

优势的城市的发展效率得到二次提升,打破由于集聚经济边际递减带来的“效率瓶颈”。
因此,当以城市规模为横轴进行观察,可以看到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出先上升、

再下降、而后改善的正 N 型作用关系。 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的作用呈现在瓶颈期前的提升,随
着城市规模到达一定阶段后进入瓶颈期,最后形成区域性城市结构使得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

依旧保持推动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呈现正 N 型作用。
(三)幅员范围维度的分析

从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适度扩张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内部人口、产业、资本、各类要素资源的不

断集聚,使得集聚效应与城市有效的空间资源的矛盾不断加剧,城市出现向外部扩张的需求。 城市

幅员范围扩大一方面可以满足城市内部各部门、各方之间对空间资源的争夺,优化城市的空间关系

与结构布局;另一方面也为城市未来发展预留空间,保证城市内部的高效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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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因此,城市幅员范围的适度扩张会推动城市经济密度的提升,符合城市客观经济发展的

需求[30] 。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显著差异,欠发达地区为了城市经济发展、投资建

设而普遍出现的“土地财政”的现象,导致政府对城市幅员范围扩张的非理性需求[31] 。 由于我国在

2003 年后新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特别是在 2008 年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在全国范围

内出现的新城建设[32] ,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幅员范围扩大,导致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 城

市的建成区扩大、如火如荼的新城建设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园区与商业区建设推动了城市的

经济增长,但毫无节制的城市幅员范围扩大也降低了城市空间资源的使用效率,对城市经济密度形

成了“稀释”。
因此,研究提出城市幅员范围扩张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受到是否理性扩张的影响,即若城市

适度外部扩张则对城市经济密度存在正向作用,而若城市盲目扩张则会对城市经济密度起到抑制

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幅员范围扩张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受到其扩张状态的影响。

二、研究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结合理论分析,建立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与城市经济密度的实证模型。 通过

式(1)可以对研究假设 H1 进行检验,通过式(2)可以对研究假设 H2 进行检验,通过式(3)可以对研

究假设 H3 进行检验,通过式(4)进一步对式(1)、(2)、(3)进行联立分析。
 

LnDensityit = α0 + β1LEVELit + βicontrol + timet + idi + uit (1)
LnDensityit = α0 + β2LnSCAit + β3(LnSCAit) 2 + β4(LnSCAit) 3 +

βicontrol + timet + idi + uit (2)
LnDensityit = α0 + β3LnSCOit + βicontrol + timet + idi + uit (3)
LnDensityit = α0 + β1LEVELit + β2LnSCAit + β3(LnSCAit) 2 + β4(LnSCAit) 3 +

β5LnSCOit + βicontrol + timet + idi + uit (4)
其中,

 

Densityi t 表示城市经济密度,为城市生产总值与建成区面积之比,通过城市经济密度可

以对城市的经济集聚及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衡量[33] 。 LEVELi t 表示行政级别,研究依据中国特色政

治制度下城市划分标准对行政级别变量进行虚拟变量赋值,直辖市赋值为 4,副省级城市赋值为 3,
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赋值为 2,一般地级市赋值为 1[34] 。 城市规模 SCAi t 用城市年末总人口进行衡

量。 (LnSCAi t) 2、(LnSCAi t) 3 为城市规模取对数后的平方项、立方项,通过取城市规模的平方项、立
方项可以对城市规模的正 N 型变化进行检验。 SCOi t 为城市的幅员范围,用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以

衡量实际发展扩张范围。 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timet、idi 对模型时间效应、个体效应进行控制。 uit

表示随机项,i 表示第 i 个城市,t 表示第 t 个年份。
本研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控制变量的选取,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RET)、金

融机构存款余额(DEP)、规模以上企业数( ENT)、年末道路面积( ROAD)、职工平均工资( SAL)、非
农产业比重(IND),通过上述控制变量对城市的市场规模、投资能力、企业发展、物流水平、居民收入

水平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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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 2003—2017 年为时间段对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密度展开研究,为确保研究的准确

性,研究选取 2003—2017 年行政级别保持稳定的 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着

重分析城市行政区划设置的变化情况并且将城市建成区面积统计为市辖区范围的指标,因此选用

城市市辖区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构建。 研究依照直辖市(4 个)、副省级城市③(15 个)、非副省级的省

会城市④(17 个)及一般地级市(247 个)对城市行政级别进行划分⑤。 研究所使用的地级及以上城

市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8)》,部分数据来自于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的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城市宏观数据。 研究所使用的相关价格数据运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
2018)》的 GDP 指数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由于年鉴统计口径为省域数据,因此研究对各市的

GDP 指数用其所在省份数据进行换算。 表 1 为 282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观测值

LnDensity 12. 830 8. 181 10. 484 10. 481 0. 604 4
 

230

LEVEL 4. 000 1. 000 1. 205 1. 000 0. 596 4
 

230

LnSCA 7. 804 2. 644 4. 591 4. 522 0. 768 4
 

230

LnSCO 7. 978 1. 098 4. 284 4. 165 0. 898 4
 

230

LnRET 18. 250 9. 632 13. 835 13. 721 1. 322 4
 

230

LnDEP 20. 486 11. 971 15. 216 13. 030 1. 344 4
 

230

lNENT 9. 824 1. 791 5. 380 5. 267 1. 281 4
 

230

LnROAD 9. 975 3. 496 6. 764 6. 681 1. 014 4
 

230

LnSAL 12. 941 8. 662 10. 051 10. 781 0. 474 4
 

230

LnIND 0. 178 -0. 928 -0. 079 -0. 050 0. 088 4
 

230

三、实证模型分析

(一)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估计

研究以全国 28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全样本,对行政区划设置(行政级别、城市规模、
幅员范围)与城市经济密度的关系进行面板数据检验。 由于城市行政级别为不随时间变化的虚拟

变量,因此研究参考王麒麟[14]的方法,建立 LEVELi t 与 timet 的交互项(Lncityi t )以进行固定效应估

计;同时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进一步通过 Hubei 目标函数对模型进行 Robust 稳健性检

验。 结果见表 2。

17

③

④

⑤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关于副省级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中编发〔1995〕5 号),明确将 16 个市定为“副省级市”,其中重庆

市于 1997 年升格为直辖市后,中国的城市行政级别未有重大变化。 因此研究中副省级城市为 15 个。 副省级城市中包含部分副省级省

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 省会级城市有:广州、武汉、哈尔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长春、济南、杭州;非省会的计划单列市有:大连、青
岛、深圳、厦门、宁波。
考虑到我国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其整体部门级别与晋升空间、自主审批权限、财政优势与普通地级市之间存在较大优势,因此研究将

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单独设置虚拟变量,与地级市形成区分;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有:南宁、昆明、长沙、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
福州、南昌、郑州、海口、贵阳、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考虑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特殊性,研究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拉萨市数据空缺较多,因此也未将其纳入研

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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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证检验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双向固定效应

(1) (2) (3) (4)

Lncity 0. 176∗∗∗

(0. 050)
0. 250∗∗∗

(0. 049)

LnSCA 2. 301∗∗

(0. 995)
2. 971∗∗

(1. 325)

(LnSCA) 2 -0. 392∗∗

(0. 193)
-0. 557∗∗

(0. 258)

(LnSCA) 3
 0. 034∗∗∗

(0. 013)
0. 036∗∗

(0. 017)

LnSCO -0. 355∗∗∗

(0. 042)
-0. 386∗∗∗

(0. 046)

LnRET 0. 085∗∗∗

(0. 032)
0. 063∗∗

(0. 027)
0. 121∗∗∗

(0. 034)
0. 086∗∗∗

(0. 027)

LnDEP 0. 150∗∗∗

(0. 043)
0. 121∗∗∗

(0. 045)
0. 185∗∗∗

(0. 045)
0. 140∗∗ ∗

(0. 043)

LnENT 0. 124∗∗∗

(0. 025)
0. 104∗∗∗

(0. 026)
0. 145∗∗∗

(0. 024)
0. 111∗∗∗

(0. 025)

LnROAD -0. 140∗∗∗

(0. 030)
-0. 150∗∗∗

(0. 031)
-0. 083∗∗∗

(0. 026)
-0. 095∗∗∗

(0. 028)

LnSAL 0. 073∗

(0. 041)
0. 092∗∗

(0. 041)
0. 045

(0. 038)
0. 075∗

(0. 038)

LnIND 0. 372
(0. 272)

0. 608∗∗

(0. 287)
0. 348

(0. 270)
0. 756∗∗∗

(0. 284)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6. 235∗∗∗

(0. 761)
2. 805∗

(2. 341)
6. 613∗∗∗

(0. 769)
3. 070∗

(1. 775)

R2 0. 654 0. 659 0. 691 0. 701

观测值个数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注:表中∗∗∗、∗∗、∗分别系数表示通过 1%、5%、10%的检验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变量的标准误差值(下同)。

所得到的实证回归结果基本验证了研究假设。 通过模型(1)可以看到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

度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集聚效应发展更具优势。 通过模型(2)可以看到城

市规模在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项上均达到了 5%水平上显著,且三次方项系数为正,说明城市规

模对城市经济密度产生正 N 型作用。 通过模型(3)可以看到城市的幅员范围扩大对城市经济密度

具备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在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积扩大对经济密度的“稀释”效应极为显著。
通过模型(4)进一步将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纳入统一模型中进行分析,系数基本保持平

稳。 在控制变量部分,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规模以上企业数、职工平均

工资、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密度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城市道路面积对城市经济密度呈现出的负

向作用可能是由于城市的道路面积增加往往与其建设面积扩张之间存在着显著联系,因而导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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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积的铺设与经济密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二)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由于城市行政级别不随时间变化,研究在表 2 的回归模型中通过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乘并控制

时间效应进行估计。 在稳健性检验中研究进一步通过城市行政级别 LEVELi t 虚拟变量的形式对模

型展开 OLS 估计,以反映各类别行政级别城市对经济密度的影响效果,结果可见表 3 模型 5。 考虑

到对城市经济密度估计的准确性,研究进一步以单位面积就业人员、城市人均 GDP 对模型展开稳健

性检验,结果可见表 3 模型 6、7。 研究通过对城市行政级别的分类变量估计、稳健性检验,所得到的

回归结果与表 2 基本保持一致。 同时,研究对表 2 模型各变量进行 0. 5%的上下缩尾后结果基本相

同,说明研究模型具备一定的稳健性⑥。
表 3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解释变量
行政级别
分类变量

单位面积
就业人员 城市人均 GDP IV 估计

(5) (6) (7) (8)

Lncity 0. 250∗∗∗

(0. 049)
0. 321∗∗∗

(0. 048)
0. 201∗∗∗

(0. 028)

LEVEL2 0. 159∗∗∗

(0. 026)

LEVEL3 0. 166∗∗∗

(0. 029)

LEVEL4 0. 190∗∗

(0. 081)

LnSCA 0. 184
(0. 353)

2. 301∗∗

(0. 995)
1. 671

(1. 039)
0. 258∗∗

(0. 123)

(LnSCA) 2 0. 001
(0. 073)

-0. 392∗∗

(0. 193)
-0. 426∗∗

(0. 207)
-0. 028
(0. 065)

(LnSCA) 3 -0. 001
(0. 005)

0. 024∗

(0. 013)
0. 026∗

(0. 014)
0. 016∗∗∗

(0. 004)

LnSCO -0. 499∗∗∗

(0. 026)
-0. 386∗∗∗

(0. 046)
0. 056∗∗

(0. 025)
-0. 524∗∗∗

(0. 029)

LnRET 0. 213∗∗∗

(0. 020)
0. 086∗∗∗

(0. 027)
0. 096∗∗∗

(0. 023)
0. 217∗∗∗

(0. 021)

LnDEP 0. 195∗∗∗

(0. 024)
0. 140∗∗∗

(0. 043)
0. 187∗∗∗

(0. 044)
0. 194∗∗∗

(0. 024)

LnENT 0. 182∗∗∗

(0. 010)
0. 111∗∗∗

(0. 025)
0. 103∗∗∗

(0. 021)
0. 189∗∗∗

(0. 010)

LnROAD -0. 050∗∗∗

(0. 017)
-0. 095∗∗∗

(0. 028)
0. 030

(0. 023)
-0. 045∗∗

(0. 019)

LnSAL 0. 562∗∗∗

(0. 049)
0. 075∗

(0. 038)
0. 040

(0. 032)
0. 562∗∗∗

(0. 051)

LnIND 0. 184∗∗

(0. 092)
1. 756∗∗∗

(0. 284)
1. 215∗∗∗

(0. 229)
0. 250∗∗

(0. 098)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NO YES YES YES

常数项
-0. 110
(0. 723)

3. 070∗

(1. 775)
2. 918

(1. 849)
0. 103

(0. 707)
R2 0. 703 0. 525 0. 908 0. 692

观测值个数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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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具体结果受篇幅限制省略,感兴趣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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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模型估计可能存在偏误及双向因果关系等引发内生性问题,因此,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研究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 GMM 估计,具体结果见表 3 模型 8。 研究选用城市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及其平方项立方项、幅员范围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为证明工具变量选取的

合理性,对模型 8 进行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在模型 8 中,识别不足鉴定为 0. 000,拒绝

原假设,说明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
 

F 为 4
 

794. 216,远大于

10%的临界值,说明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干扰,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在对行

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密度的两阶段 GMM 估计中,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的系数与基

本回归结果相符,说明研究结论具备较高的科学性与可信性。
本研究在理论假设部分提出幅员范围扩张对城市经济密度的作用受其扩张状态的影响,因此

研究进一步就城市幅员范围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展开异质性分析。 分别对城市人口增长率是否

高于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进行分组,再对不同规模城市进行分组( 参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将城市规模按照 100 万、300 万、500 万、1
 

000 万人口进行分类),最后单独对国家

中心城市的城市幅员范围扩张展开分析。
 

考虑人口增长率与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关系时,当人口增长快于土地增加时,幅员范围扩张与

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非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当土地供给增加显著快于人口增长时,两者呈现显著

的负向关系。 当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分组时,可以看到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幅员范围扩大对城

市经济密度的抑制作用不断降低,当城市规模超过 1
 

000 万人时,幅员范围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

现非显著的关系。 当单独考虑国家中心城市时,城市幅员范围扩大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非显

著的正向关系。 总结而言,当考虑全国城市全样本时,城市幅员范围扩大形成了经济发展“摊大饼”
效应,抑制了城市经济密度上升;而随着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幅员范围扩张

“摊大饼”的现象趋于消解。
(三)行政级别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出行政级别在政府事权、财权的作用下主要由权力职能、财政能力两

个维度推动城市经济密度的提升。 在此基础上,研究构建城市市辖区内区一级单位数量( DIS)、政
府财政收入(GOV)作为政府职能范围⑦、财政能力⑧的代理变量对行政级别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研究参考温忠麟、叶宝娟[35]的方法建立行政级别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

在式(4)的基础上,研究将 DIS、GOV 纳入模型以分析其是否为行政级别的中介变量,得到式

(5)、式(6)。
LnDensityit = δ1LnDISit + δ2LnGOVit + δ3LnSCAit + δ4(LnSCAit) 2 + δ5(LnSCAit) 3 + δ6LnSCOit +

δicontorl + timet + idi + uit (5)

LnDensityit = α0 + φ1Lncity + φ2LnDISit + φ3LnGOVit + φ4LnSCALE it + φ5(LnSCALE it)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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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以城市市辖区(不包含县域)的区一级单位数量表征政府职权范围。 城市市辖区的区一级单位数量,一方面会显著影响城市的财政收

入与支出情况,是政府权力的延展;另一方面由于未有地方政府公务员的数量规模统计,一般而言,市辖区的区一级单位数量越大,其
城市内部公务员规模越大,由这一指标希望能够度量城市政府的权力规模范围。
研究选用政府财政收入指标数据进行估计分析,原因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政府财政收入能够反映省市间财政分权状况,进
而评估城市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掌控能力,具备更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在财政分权体系中更具资源的分配优势。 其二,已有大量文献建立

的政府规模指标是以政府财政收入与城市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由于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中也包含了城市生产总值信息,因此在中介

变量选用时使用政府财政收入以衡量政府的财政规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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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6(LnSCALE it) 3 + φ7LnSCOit + φicontorl + timet + idi + uit
 (6)

若 δ1、 δ2、 φ2、 φ3 均为显著,则说明城市市辖区内区一级单位数量( LnDIS)、政府财政收入

(LnGOV)存在着中介作用。 若 φ1 显著则说明 LnDIS、LnGOV 的作用为非完全中介,若其不显著则

说明 LnDIS、LnGOV 对行政级别形成了完全中介效应。 若 δ1、 δ2、 φ2、 φ3 中存在不显著的现象,则需

要通过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中介效应的占比。 具体分析结果

见表 4。
表 4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中介效应

(9) (10) (11) (12) (13) (14)

Lncity 0. 209∗∗∗

(0. 027)
0. 186∗∗∗

(0. 029)
0. 190∗∗∗

(0. 028)

LnSCA 2. 277∗∗

(1. 006)
2. 317∗∗

(0. 974)
2. 094∗∗

(0. 969)
2. 259∗∗

(1. 005)
2. 093∗∗

(0. 950)
2. 057∗∗∗

(0. 964)
 

(LnSCA) 2 -0. 389∗∗

(0. 195)
-0. 407∗∗

(0. 190)
-0. 357∗

(0. 187)
-0. 385∗∗

(0. 195)
-0. 355∗

(0. 185)
-0. 351∗

(0. 187)
 

(LnSCA) 3 0. 024∗

(0. 013)
0. 025∗∗

(0. 012)
0. 022∗

(0. 012)
0. 024∗

(0. 013)
0. 022∗

(0. 012)
0. 022∗

(0. 012)

LnDIS 0. 178∗∗

(0. 087)
0. 175∗∗

(0. 085)
0. 179∗∗

(0. 081)
0. 193∗∗

(0. 081)

LnGOV 0. 108∗∗∗

(0. 019)
0. 076∗∗∗

(0. 019)
0. 086∗∗∗

(0. 019)
0. 087∗∗∗

(0. 019)

LnSCO -0. 386∗∗∗

(0. 046)
-0. 365∗∗∗

(0. 046)
-0. 391∗∗∗

(0. 047)
-0. 381∗∗∗

(0. 046)
-0. 387∗∗∗

(0. 046)
-0. 387∗∗∗

(0. 04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3. 308∗

(1. 803)
0. 334

(1. 661)
3. 622∗∗

(1. 753)
2. 304

(1. 742)
2. 742∗

(1. 646)
2. 817∗

(1. 670)

Pseudo-R2 0. 701 0. 689 0. 704 0. 697 0. 701 0. 702
观测值个数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4
 

230

　 　 由模型(9)、(10)、(11)就城市市辖区内区一级单位数量(LnDIS)、政府财政收入(LnGOV)对行

政级别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基本检定,表明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与国家发展规划实施效率显著正

相关,可以作为行政级别的中介变量。 在模型(12)、(13)、(14)中进一步对包含行政级别 Lncity 的

情况下 LnDIS、LnGOV 的显著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政府职能范围、财政能力依旧显著,表明两者对

行政级别具备中介效应的替代作用,然而行政级别 Lncity 依旧保持显著,也说明这一中介效应并未

完全中介,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行政级别。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政

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对行政级别的中介效应的直接与间接效应进行分析。 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析结果

直接效应占比 间接效应占比 总效应

LnDIS 0. 129∗∗∗

(0. 093,0. 167)
0. 012∗∗∗

(0. 006,0. 017)
0. 141∗∗∗

(0. 082,0. 175)

LnGOV 0. 106∗∗∗

(0. 074,0. 141)
0. 011∗∗∗

(0. 002,0. 022)
0. 117∗∗∗

(0. 089,0. 152)

　 　 注:括号内数值为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得到的 95%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时,则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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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 Boostrap 方法下(反复抽样 800 次)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市辖区内区一级

单位数量(LnDIS)、政府财政收入(LnGOV)确实是城市行政级别的中介变量。 研究进一步对城市

市辖区内区一级单位数量( LnDIS)、政府财政收入( LnGOV)对行政级别的中介效应的效果展开分

析,其中城市市辖区内区一级单位数量(LnDIS)对城市行政级别的中介直接效应为 0. 129、中介间接

效应为 0. 012,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政府财政收入(LnGOV)对城市行政级别的中介直接效应为

0. 106、中介间接效应为 0. 011,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存在着由行政级别→政府权力职能→
城市经济密度、行政级别→政府财政能力→城市经济密度以上两条影响路径。 研究分析结果验证

了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H1。
(四)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分析

表 2 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起到正 N 型作用,说明在一定区间的城

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起到负向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对城市规模的结构变化点

进行判断。 本研究运用面板数据门槛模型对式(2)进行改写:
LnDensityit = α0 + δ1LnEXP(SCAit < γ1) + δ2LnEXP(γ1 < SCAit < γ2) +

δ3LnEXP(SCAit > γ2) + βicontorl + yeart + idi + uit (7)
LnEXP 为城市财政支出,由于城市的财政支出水平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客观规模大小,因此

本研究选用城市财政支出水平作为城市规模的门槛变量进行识别检验。 研究通过结合城市财政支

出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构建式(7),即城市规模处在不同大小时,会对城市财政支出与城市经济

密度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研究对门槛效应进行自抽样检验进一步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果变化点

个数进行确定。 结果见表 6。
表 6　 门槛效应检验

F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单一门槛检验 76. 972∗∗∗ 0. 000 13. 235 8. 211 5. 605

双重门槛检验 66. 995∗∗∗ 0. 000 -31. 526 -50. 240 -59. 247

三重门槛检验 0. 000 0. 100 0. 000 0. 000 0. 000

　 　 　 注:P 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 800 次得到的结果(下同)。

通过表 6 分析可以看到在 800 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下城市规模在单个门槛、双重门槛下保持

显著,在三重门槛检验中不显著,说明城市规模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进一步对研究假设进行了验

证。 研究进一步建立城市规模双门槛效应的虚拟变量并与城市规模(LnSCAi t)进行交乘,以进一步

检验在不同区间段内城市规模的作用。 结果见表 7。
通过表 7 可以看到在城市规模未到达第一门槛值之前,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显

著的正向关系。 在城市规模处在第一门槛、第二门槛值之间,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显

著的负向关系。 在城市规模超过第二门槛值之后,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再次回到正向作用,但
是其作用系数较小。 所得到的门槛估计,第一门槛值为 47 万人,第二门槛值为 105 万人。 本研究通

过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对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正 N 型作用进行了验证,得到了城市规

模正 N 型作用的两个结构变化点,并发现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在第一门槛值之前作用能

力较强,在跨过第二门槛值之后虽然起到正向作用,但其作用能力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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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双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置信区间

LnSCA(SCAit < γ1) 0. 099∗∗∗

(0. 006) [0. 042,0. 112]

LnSCA(γ1 < SCAit < γ2) -0. 010∗∗∗

(0. 002) [-0. 005,-0. 030]

LnSCA(SCAit > γ2) 0. 069∗∗∗

(0. 016) [0. 044,0. 086]

其余变量 YES

R2
 

0. 613

F 值(P 值) 585. 23(0. 000)

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γ1 47. 240 [37. 220,51. 870]

γ2 105. 230 [103. 450,106. 900]

　 　 研究进一步对 2017 年我国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的分布区间展开统计⑨。 通过统计发现门槛模

型所得到的 47 万人、105 万人的城市规模门槛区间反映出我国小城镇、中小型城市、大中型城市三

类处于不同阶段城市的发展特征。 其中,大中型城市、小城镇都显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经

济密度提升,而中小型城市由于其人口规模增加与城市空间布局之间存在着的不协调、城市政府治

理水平的欠缺导致其城市规模扩大并未带来经济密度的提升。 这一结果也符合理论分析中所提出

的:城市规模扩大对城市经济密度提升产生显著作用,城市规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政府

区域治理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协调所导致的。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通过对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研究,所得实证结果对研究假设 H1、H2 进行

了验证。 实证回归及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幅员范围扩大将抑制城市经济密度提升,而随着高

质量城镇化与城市规模扩大,这一负向作用将逐渐消解。 下面针对所得到的研究发现展开进一步

的总结及分析。
第一,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具备显著推动作用,行政级别对城市经济密度的推动作用主要

通过政府权力职能、财政能力两个维度得以实现。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渗透着强烈的政府行为作

用,进一步理解及运用我国特色行政区经济模式下政府作用对于新时代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行政级别的制度设计直接决定着城市政府的

权力职能(管辖范围)、财政能力(政策实施),更高行政级别的城市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供给、资源集聚及调配能力,亦或是在政策实施灵活性、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更

具备优势,进而不仅能够形成更高效的集聚效应,推动城市经济密度提升,还能够有效处理随着城

市规模扩大所导致的承载压力、环境问题、社会矛盾,避免城市规模增大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
因此,固然行政级别的制度设计作为国家的重要政治体制结构,基本保持稳定,但研究对行政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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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显著关联的发现,一方面说明我国行政区划当中的梯度设计在极大程度上决

定了区域的结构体系布局,通过进一步优化市县的行政区划的级别设计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的等级

结构体系;另一方面,对行政级别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影响路径的研究也说明通过进一步调整各城

市的管辖范围(县区数量)及灵活的财政体系能够有效增强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力。
第二,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呈现出正 N 型关系,当市辖区人口规模处于 47 万~ 105 万

人时,由于政府治理与城市规模扩大之间的不协调,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显现出抑制作用。 区

域经济学中关于城市规模报酬边际递减理论认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会引发城市的拥挤、污染、社会

矛盾、成本上升,进而使城市出现“大城市病”,进入集聚不经济的发展阶段。 但以陆铭为代表的中

国城市经济学者关注到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问题,建立起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提出

城市规模的集聚不经济现象实际上是在规模扩大过程中政府治理能力欠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供给不足导致的,通过强化完善城市的相关建设及制度设计可以缓解甚至消除集聚不经济的负面

影响。 本研究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空间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从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城

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存在着正 N 型的作用关系,当城市处于由小城镇向中小型城市发展的阶段

时,城市规模呈现出负向作用。 研究发现说明当前我国中小型城市的规模效应与城市政府治理能

力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在小城镇向中小型城市转变的过程中,人口规模快速增加而城市的基础设施

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政府的治理能力都存在着不足,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呈现出诸多负向效应,
抑制了聚集效应的发展。 而我国的大中型城市由于具备较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

系以及较高的政府治理水平,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密度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第三,幅员范围对城市经济密度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 本研究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出城市幅员

范围扩张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受其扩张状态的影响,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幅员范围扩大

将抑制城市经济密度提升,而随着高质量城镇化与城市规模扩大,这一负向作用将逐渐消解。 研究

验证了合理适度的城市扩张有利于调节城市的空间布局及承载压力,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
但目前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着盲目扩张、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导致幅员范围扩大会劣

化城市经济密度。 实证分析部分发现城镇化水平较低、城市规模较小城市的城市幅员范围对城市

经济密度显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目前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着的建设用地扩张并不能够有效推

动经济密度的提升,政府为寻求短期经济效应而展开的盲目扩张、土地财政、重复建设在极大程度

上“稀释”了城市发展的集聚效应[36] 。 因此,我国行政区划设置过程中应当注重保持城市幅员范围

扩张与人口规模的一致性,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通过缩减和控制欠发达地区的建设用地供给以倒

逼其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优化,形成城市发展的高效集聚。

五、政策建议

关于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发现,对于中央及各级政府进行行政区划设置

调整、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建设紧凑型地区空间布局结构、协调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政府区域治理

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参考。 本研究提出以下通过行政区划设置工作提升城市经济密度

的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行政级别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关系,协调二者关系以促进区域及城市的经济

社会发展。 通过对地区资源配置的进一步高效利用以及创造相应的政策环境实现对现有经济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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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地区的改善提升。 一方面应当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的设置工作,厘清行政级别制度在

我国行政区经济模式下对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作用。 另一方面应当将行政级别的制度设计与城市

群发展目标相结合,充分利用政府作用推动我国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要空间形式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构建。
第二,改革完善城市规模控制的体制机制,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合理化优化城市发展

中出现的规模不经济问题。 一方面利用城市的规模集聚效应推动城市发展及政策的有效落实,政
府要根据地区发展形势,有规划地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构建梯度化的人口规模分布结构。 另一方面

也要避免城市人口过度增加导致的承载力危机。 对城市规模控制的工作不断优化细化,促进城市

的规模分布与行政级别之间的协调统一。 通过城市规模的科学规划实现城市间发展差距的逐步缩

小,有效进行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提升城市经济密度。
第三,从国家战略层面和顶层设计角度推进城市幅员范围的规划设计,充分优化城市空间布

局,实现高效集聚。 研究发现幅员范围扩大对城市经济密度起到负向作用。 为消除目前我国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的盲目扩张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政府应当着眼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
一方面应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开展广泛的试点工作,协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建设用地供给

制度设计,协调经济发展与行政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各地区各城市的高效集聚。 另一方面应当从顶

层设计的角度对各地区的战略定位进行研判,建立系统科学的城市范围扩张的审核制度,通过行政

区划制度推动国家及地区更加科学、合理、有序、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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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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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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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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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
 

effect
 

analysi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dministrative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crease
 

of
 

urban
 

economic
 

dens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administrative
 

level
 

to
 

urban
 

economic
 

density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two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power
 

function
 

and
 

financial
 

capac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size
 

and
 

urban
 

economic
 

density
 

presents
 

a
 

positive
 

N-type
 

When
 

the
 

population
 

size
 

of
 

the
 

municipal
 

district
 

is
 

between
 

470 000
 

and
 

1. 05
 

million 
 

due
 

to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city 
 

it
 

shows
 

that
 

the
 

city
 

size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the
 

urban
 

economic
 

density 
 

the
 

size
 

of
 

the
 

cit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urban
 

economic
 

density.
 

Finally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urban
 

economic
 

densit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etting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promote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form
 

and
 

improve
 

the
 

urban
 

scale
 

control
 

system
 

and
 

mechanism optimizes
 

the
 

problem
 

of
 

diseconomies
 

of
 

scale
 

in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top-level
 

design 
 

the
 

planning
 

of
 

the
 

city s
 

scope
 

is
 

fully
 

optimized 
 

and
 

the
 

urban
 

spatial
 

layout
 

is
 

fully
 

optimized
 

to
 

achieve
 

efficient
 

agglome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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